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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
应对方式和性别的调节作用

梁周健  洪晓彬  苑  媛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心理学系，北京

摘  要｜为了探讨反刍思维、应对方式、性别和青少年抑郁的关系，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先后对 466 名和 309 名青少

年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青少年反刍思维与其抑郁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积极 / 消极应对方式在青

少年反刍思维与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3）应对方式在反刍思维对青少年抑郁的调节作用中存在

性别差异，积极应对方式在男生中存在更强的缓冲作用。研究揭示了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及其作用

机制，并为不同性别群体的青少年抑郁问题提供实证干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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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低龄化问题越发受到社会的关注（Xu et al.，2018）。我国一项关于青少年抑郁流行情况的元

分析表明，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高达 28.4%（刘福荣 等，2020）。抑郁对青少年的发展有诸多不利影响（高

青 等，2020；Verboom et al.，2014；涂勤建，2014；徐伏莲、黄奕祥，2013；Thapar et al.，2012），甚

至会提高个体成年后罹患重度抑郁的风险（Mc Leod et al.，2016）。

抑郁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家庭因素（冯正直 等，2005；范春玲 等，2008；Yap et al.，2014）、学校因素

（李海垒、张文新，2014）以及个体因素（刘洋 等，2017；刘梦微，2020；刘朝霞 等，2021；罗艳红 等，

2021；沈春莉，2020）三个方面。其中，个体的反刍思维作为一种消极的思维方式，被广泛认为是抑郁的

关键因素（Smith and Alloy，2009）。反刍思维是指个体在面对压力和挫折时，反复回忆和思考自己的负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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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和情绪，易沉溺于其中的一种消极认知方式。它不仅会增加个体的消极自我概念，削弱个体的情绪调节能

力，延长和加剧消极情绪和抑郁状态（宁志军 等，2015；Yaroslavsky et al.，2019），产生健康问题（Morrison 

and O’Connor，2005；郭素然 等，2011；毛惠梨 等，2021），还有可能引发不同形式的疾病（Brown，

2020）。个体的应对方式也被认为是压力应激能否引起心理健康问题的因素之一（肖计划 等，1996）。

除反刍思维之外，应对方式也是影响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对方式是指个体为了减轻

或缓解由生活事件的压力所引发的内部紧张状态而采取的认知或行为方式（Billings，1981；Lazarus，

1993），它是个体面对压力和应激事件时保持心理适应与健康的重要保障（Folkman and Lazarus，

1988）。应对方式能够有效地预测个体的心理危机（聂衍刚 等，2010），经常使用消极应对方式更可能

出现抑郁、焦虑等症状（牛更枫 等，2013；Perzow et al.，2021），而积极应对方式与焦虑、抑郁负相关（沈

友田 等，2018）。另有研究表明，性别对应对方式有影响。例如，黄希庭等（2000）学者发现，在面对

来自负性事件的压力时，男生选择的应对方式更多是幻想，女生则更多选择忍耐和发泄。Gomez-Baya 等

人（2017）发现，女孩有更高的反刍思维，更少的注意分散，Cecen（2008）的研究也指出，女孩相对于

男孩会更多地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

以往研究探讨了反刍思维与抑郁之间的关系，但是，大多将反刍思维作为其他变量的内在机制，且研

究对象较多集中于成年群体和临床群体，故缺乏对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之间关系路径的考察，以及该路

径上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为进一步厘清反刍思维、应对方式、性别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系，并考察在

不同性别下，应对方式在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之间是否具有调节作用（图 1），本研究提出 3 个假设。

H1：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H2：应对方式在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之间起调节作用；

H3：应对方式对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的调节作用存在性别差异。

性别 应对方式

反刍思维 青少年抑郁

图 1  调节模型

Figure 1 Adjustment model

2  研究一：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的相关检验

2.1  被试

通过线上问卷平台问卷星样本服务招募被试，使用便宜抽样的方式抽取 466 名被试作答，有效问卷

466 份。其中男生 211 人（45.30%），女生 255 人（54.70%），平均年龄 14.70±2.25 岁。其中初中 2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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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45.30%，高中 253 人，占 54.30%。主观上认为自己家庭经济状况为贫穷、一般、中等、小康和富裕

的被试分别占 7.30%、9.66%、22.10%、34.33% 和 26.61%。

2.2  研究工具

（1）流调中心儿童抑郁量表

流调中心儿童抑郁量表（CES-DC）由 Faulstich 等（1986）改编自 Rloff 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语言

表述更适合青少年。该量表由 20 道自评条目构成，4 级评分，“0”代表这件事情在一周内完全没有

发生过，“3”表示发生频率很高，总分范围从 0 到 60 分。总分低于 15 分表示基本不存在抑郁情绪，

16—19 分之间表示可能存在抑郁情绪，高于 20 分表示存在抑郁情绪，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抑郁症状越严重。

本研究中，该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

（2）反刍思维量表

该量表是 Nolen-Hoeksema（1987）编制的，由中国学者韩秀和杨宏飞（2009）将其翻译并修订成中

文版。反刍思维量表（RRS）共分 3 个维度，分别为反省深思、症状反刍和强迫性思考，有 22 个条目，

采用 4 级评分，选项从“从不”到“总是”，分值从 1 分到 4 分，“1”为从不，“4”为总是。总分值

在 22—88 分之间。所有计分均采用正向计分，分值越高说明其反刍思维的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

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8。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Harmon 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有 4 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并且第一个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为

31.43%，小于 40% 临界标准（周浩、龙立荣，2004）。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4  研究结果

（1）反刍思维和青少年抑郁的相关分析

通过 Pearson 相关分析法，探究反刍思维，青少年抑郁以及人口学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如表 1 所示，

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呈显著正相关（r =0.98，p<0.05）。

表 1  反刍思维（及各维度），青少年抑郁和性别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N = 466）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rumination thinking (and all dimensions)，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gender (N  = 466)

M ± SD 1 2 3 4 5 6
性别 — —

青少年抑郁 18.81 ± 16.88 -0.05 —
反刍思维 42.37 ± 18.64 -0.04 0.98** —
反省深思 9.71 ± 4.35 -0.05 0.96** 0.97** —
症状反刍 23.01 ± 10.28 -0.04 0.98** 0.99** 0.95** —
强迫思考 9.65 ± 4.33 -0.03 0.96** 0.97** 0.93** 0.95** —

注：*p<0.05，**p<0.01，***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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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刍思维对青少年抑郁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系，以反刍思维作为自变量，青少年抑郁作为因变量，

性别、年级和父母学历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反刍思维是青少年抑郁的

显著预测变量，β =0.93，t（464）=116.56，p<0.001，解释了青少年抑郁变异性的 95%（Δ R²=0.95）。

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容忍度为 0.98，方差膨胀因子为 1.01，特征根为 0.02，条件指数为 18.07，因此，

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表 2  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的回归分析（N=466）

Table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umination and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N=466)

变量
层次一 层次二

β t β t
性别 -0.04 -0.85* -0.01 -0.99
年级 -0.07 -1.40 -0.01 1.28

母亲学历 0.06 1.13 0.001 1.11
父亲学历 -0.09 -1.61 -0.02 -2.57

主观家庭经济状况 0.03 0.56 0.01 1.14
反刍思维 0.98 116.557***

R² 0.13 0.97
F 1.25 2296.09***

Δ R² 0.95

3  研究二：应对方式和性别在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
调节效应

3.1  被试

通过线上发放问卷，采用便宜抽样方式抽取不同于研究一的另外 309 名被试。男生 162 人（52.43%），

女生 147 人（47.57%），平均年龄 14.18±1.75 岁。初中 148 人，占 48%，高中 160 人，占 52.00%。主

观上认为自己家庭经济状况为贫穷、一般、中等、小康和富裕的被试分别占 9.70%、26.20%、31.40%、

19.10% 和 13.60%。

3.2  研究工具

（1）流调中心儿童抑郁量表

同研究 1，本研究中流调中心儿童抑郁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

（2）反刍思维量表

同研究 1，本研究中反刍思维量表的总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

（3）简易应付方式问卷

采用解亚宁（1988）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包括 20 个题目，第 1—12 题考察被试的积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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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度，第 13—20 题考察消极应对维度。4 点计分，从“0（不采取）”至“3（经常采取）”进行计分。

两个维度分别计分再取均分，分数越高，代表个体使用积极 / 消极的应对方式就越多。

现实生活中，个体在面对压力或应激事件时，往往既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同时也可能采用消极的

应对方式。为了更精准地刻画个体的整体应对方式类型，本研究参照戴晓阳（2010）给出的应对倾向判

定公式：总体应对倾向 = 积极应对标准分 - 消极应对标准分。所得数值大于 0，表示个体应对问题的总

体倾向是积极的，小于 0 则表示个体应对问题的总体倾向是消极的。据此，本研究将应对方式分为积极

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两种。本研究中，积极应对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5，消极应对分量

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0，总应对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 0.85。

3.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on 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有 9 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并且第一个因子所解释的变异

量为 26.85%，小于 40% 临界标准（周浩、龙立荣，2004）。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4  研究结果

（1）反刍思维、青少年抑郁、应对倾向、不同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通过 Pearson 相关分析法，探究反刍思维、青少年抑郁、应对倾向以及不同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关

系，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 =0.63，p<0.01），这与研

究 1 结果相同，此外，应对倾向与青少年抑郁（r =-0.40，p<0.01）和反刍思维（r =-0.34，p<0.01）呈显

著负相关关系。积极应对方式与青少年抑郁（r =-0.50，p<0.01）和反刍思维（r =-0.63，p<0.01）呈显著

负相关关系，而消极应对方式与青少年抑郁（r =-0.02，p=0.32）和反刍思维（r =-0.06，p=0.32）不存在

显著相关关系。

表 3  青少年抑郁，应对方式，反刍思维的相关分析（N=309）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depression， coping style and rumination in adolescents (N=309)

M±SD 1 2 3 4 5 6
性别 — —
反刍思维 33.40 ± 9.11 0.08 —
青少年抑郁 10.74 ± 8.94 0.07 0.63** —
总体应对倾向 — -0.18** -0.28** -0.34** —
积极应对方式 1.98 ± 0.52 -0.15** -0.50** -0.53** 0.46** —
消极应对方式 1.56 ± 0.72 0.24** -0.06 -0.02 -0.61 0.16** —

（2）应对倾向和性别的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法进行分析，为减少多重共线性问题，将反刍思维进行中心化处理。各变量进入

回归方程的步骤如下：第一步，年级、父母学历和主观家庭经济状况等控制变量进入方程；第二步，中

心化后的反刍思维，虚拟编码后的性别（0= 男，1= 女）和应对倾向（0= 消极应对，1= 积极应对）；第

三步，两项交互项（反刍思维 × 应对倾向，反刍思维 × 性别，性别 × 应对倾向）；第四步，三项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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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项（反刍思维 × 应对倾向 × 性别）进入方程。采用简单斜率分析法，对回归模型中显著的交互项进

行分析，且三项交互项显著时，不再分析其他两项交互项（Dawson and Richter，2006）。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结果表明，反刍思维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从反刍思维的

调节作用模型来看，反刍思维，应对倾向和性别的三项交互项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β =0.21，

p<0.001），这表明应对倾向对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的调节作用存在性别差异。为了进一步明确这种调

节作用，本研究按应对倾向和性别将被试分为男生消极应对组、男生积极应对组、女生消极应对组、女

生积极应对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并画出简单效应分析图（见图 2）。

表 4  反刍思维、应对倾向、性别及其交互项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作用

Table 4 The predictive effects of rumination, coping tendency, gender and their interaction terms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预测变量
层次一 层次二 层次三 层次四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性别 0.39 0.05 0.80 0.14 1.04** 0.16
反刍思维 0.06*** 0.82 0.08*** 1.07 0.10*** 1.04
应对倾向 -0.10** 0.88 -0.10 1.16 -0.15*** 1.14
反刍思维 × 性别 -0.34*** 0.09 -0.60 0.11
应对倾向 × 性别 -0.01 1.67 0.02 1.63
反刍思维 × 应对倾向 -0.17*** 0.10 -0.32*** 0.13
反刍思维 × 性别 × 应对倾向 0.21*** 0.19
R² 0.57 0.74 0.77 0.78
Δ R² 0.57*** 0.17*** 0.03*** 0.03***

F 100.39 120.05*** 97.90*** 97.01***

图 2  应对方式和性别对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关系调节作用

Figure2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ping styles and gende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mination 

and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简单斜率检验的结果表明，对于男生，在倾向于使用消极应对方式的情况下，反刍思维能够显著正

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simple slope=0.92，t=14.30，p<0.001），而在倾向使用积极应对方式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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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不再存在关联（simple slope=0.12，t=1.17，p=0.24），这意味着，积极应对方式

能够缓冲反刍思维对男生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从图 2 可见，当男生的反刍思维较高时，积极应对方式

对其抑郁存在更强的保护作用。对于女生，无论在消极应对（simple slope=0.36，t=4.69，p<0.001）还是

积极应对（simple slope=0.38，t=3.50，p<0.001）的情况下，反刍思维均能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积极应

对倾向女生的抑郁均低于消极应对倾向女生的抑郁。

为进一步明确斜率间的差异，参照 Dawson 和 Richter（2006），将不同斜率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

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下，反刍思维对女生抑郁的预测作用不存在显著差异（t=-0.80，p=0.21>0.05），而

不同应对方式对男生抑郁的预测作用存在显著差异（t=-2.48，p=0.006<0.01），具体见表 5。

表 5  斜率差异检验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slope difference test

Diff t p
（女生积极应对）与（女生消极应对） 0.02 -0.80 0.210
（女生积极应对）与（男生积极应对） 0.26 -2.40 0.009
（女生消极应对）与（男生消极应对） -0.56 -5.69 0.001
（男生积极应对）与（男生消极应对） -0.80 -2.48 0.006
（女生积极应对）与（男生消极应对） -0.54 -3.27 0.001
（女生消极应对）与（男生积极应对） 0.24 -2.04 0.021

上述结果表明，不同的应对方式能够调节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且该调节作用存在性别差

异。那么，单一应对方式的使用程度是否还能够调节反刍思维与青少年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调节作用

是否仍存在性别上的差异？由此，进行下一步分析。

（3）积极应对方式和性别的调节效应检验 

将回归方程中应对倾向替换为积极应对方式，结果如表 6 所示，反刍思维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

抑郁，而积极应对方式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抑郁。从积极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模型来看，反刍思维

与积极应对方式的两项交互项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按照积极应对方式加减一个标准差的方式将被

试分为多积极应对方式组和少积极应对方式组。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结果表明（如图 3），在较少使用

积极应对方式下反刍思维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73，t=4.94，p<0.001），高于较多使

用积极应对方式下反刍思维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41，t=2.49，p<0.05）。这表明，

更多的使用积极应对方式能够缓冲反刍思维对于青少年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

但反刍思维、积极应对方式和性别的三交互项和其他二交互项对青少年抑郁不存在显著预测作用

（p>0.05）。可见，积极应对方式对反刍思维和青少年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不存在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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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反刍思维、积极应对方式、性别及其交互项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作用

Table 6 The predictive effects of rumination, positive coping style, gender and their interaction terms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预测变量
层次一 层次二 层次三 层次四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性别 0.04 0.79 0.08* 0.76 0.10*** 0.79
反刍思维 0.31*** 0.05 0.37*** 0.16 0.29* 0.18
积极应对方式 -0.19*** 0.90 -0.11* 1.35 -0.09 1.39
反刍思维 × 性别 -0.17 0.10 -0.08 0.11
积极应对方式 × 性别 0.003 1.76 -0.02 1.81
反刍思维 × 积极应对方式 -0.22*** 0.06 -0.27*** 0.08
反刍思维 × 性别 × 积极应对方式 0.07 0.13
R² 0.57 0.76 0.79 0.79
Δ R² 0.57*** 0.19*** 0.03*** 0.002
F 100.39*** 134.78*** 110.51*** 101.31***

图 3  积极应对方式对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关系调节作用

Figure 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sitive coping styl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mination and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4）消极应对方式和性别的调节效应检验 

将回归方程中应对倾向替换为消极应对方式，结果如表 7 所示，反刍思维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

抑郁。从消极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模型来看，反刍思维与消极应对方式的两项交互项可以显著预测青少

年抑郁。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结果表明（如图 4），在较少使用消极应对方式下反刍思维对青少年抑郁

的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92，t=6.82，p<0.001），高于较多使用积极应对方式下反刍思维对青少年抑

郁的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48，t=2.53，p<0.05）。较多使用消极应对方式能够缓冲反刍思维对青少

年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该作用在高反刍思维的青少年中作用更强。

但反刍思维、消极应对方式和性别的三交互项以及二交互项对青少年抑郁不存在显著预测作用

（p>0.05）。消极应对方式对反刍思维和青少年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不存在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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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反刍思维、消极应对方式、性别及其交互项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作用

Table 7 The predictive effects of rumination, negative coping style, gender and their interaction items 

on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预测变量
层次一 层次二 层次三 层次四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年级 0.39*** 0.28 0.25*** 0.23 0.29*** 0.22 0.29*** 0.22
母亲学历 0.18 0.62 0.39* 0.52 0.40** 0.50 0.41*** 0.50
父亲学历 0.00 0.64 0.02 0.51 0.03 0.49 0.03 0.49
主观家庭经济状况 0.22 0.55 0.06 0.45 -0.01 0.44 -0.01 0.44
性别 0.07 0.85 0.08* 0.81 0.08* 0.82
反刍思维 0.40*** 0.05 0.49*** 0.17 0.50*** 0.21
消极应对方式 -0.01 0.62 0.001 0.74 0.00 0.74
反刍思维 × 性别 -0.19 0.10 -0.19 0.12
消极应对方式 × 性别 0.002 1.21 0.00 1.21
反刍思维 × 消极应对方式 -0.16*** 0.07 -0.15** 0.10
反刍思维 × 性别 × 消极应对方式 0.001 0.14
R² 0.57 0.73 0.76 0.76
Δ R² 0.57*** 0.16*** 0.03*** 0.00
F 100.39*** 117.24*** 93.29*** 84.53***

图 4  消极应对方式对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关系调节作用

Figure 4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coping styl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mination and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4  讨论

4.1  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系

青少年反刍思维与抑郁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已有的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Allard et al.，

2019；Lionetti et al.，2022；甘小荣 等，2017；李大林 等，2019；赵侠、刘健，2021）。抑郁的认知理

论认为（Beck，1967），抑郁的个体具有偏差和扭曲的认知，这些认知偏差和扭曲会影响个体对自己、

世界和未来的看法和评价，从而导致负面情感和行为。而反刍思维作为一种消极思维方式，往往是基于

对困境和问题的过度思考和分析，这种过度思考和分析可能会导致个体对自己、世界和未来的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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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增加抑郁情绪的发生和持续。此外，Joormann 等（2008）、Whitmer 和 Gotlib（2013）关于反刍思维

的研究都发现，长期的反刍会使得个体的抑制无关信息的能力受损，且由于自身的工作记忆容量有限，

无法即时地更新工作记忆的内容，以致让无关信息占满工作记忆，或是无法阻止负性的无关信息进入工

作记忆，可能导致个体陷入反刍之中；与此类似，黄韵榛等（2019）和 Allard（2019）的研究发现，反

刍思维会使得个体的注意范围变得狭窄，高反刍思维的个体更容易被消极信息和悲伤的面孔吸引，进而

沉浸在狭窄注意范围内的负面信息中，聚焦于自身的负面感受，陷于对消极情绪和消极认知的反复性思

考中，更难从负面信息中摆脱出来。因此，反刍思维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可以解释为它会引发和

加剧抑郁的认知偏差和认知扭曲，或是反刍思维导致的抑制功能缺陷和注意范围狭窄。

4.2  应对方式在反刍思维和青少年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

应对方式在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简单斜率分析表明，无论青少年是倾向

使用积极应对方式还是消极应对方式，也无论应对方式的水平如何，反刍思维都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

少年的抑郁程度，但较多地使用这些应对方式表现出一种缓冲和保护作用。如，对于较多使用积极应

对方式的青少年，其抑郁水平均比较少使用的青少年低，并且这种差距会随着反刍思维的升高而变大。

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应对方式是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会削弱危险因子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李

小保 等，2021；马郑豫 等，2018）。此外，消极应对方式的保护作用存在限制，对于具有较低反刍

思维的青少年而言，消极应对方式的频繁使用会加剧其抑郁情况，但是对于那些反刍思维过高的青少

年，较多消极应对方式的使用起到了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更像是一种“急救”，虽然从长远来看，

该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消极应对方式中“消极”的部分消失，更多地表现出“应

对”的部分。这一结论同样得到了部分研究的佐证，一项有关驻扎海岛的军人的人格特征与心理健康

研究发现，消极应对方式可以在某种情况下起到积极作用，可以缓冲神经质人格对于个体心理健康的影

响（冯现刚 等，2006）。

4.3  应对方式和性别在反刍思维和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共同作用

应对方式对反刍思维和青少年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性别差异，这种差异在单一应对方式的不同水

平上却消失了。具体而言，比起消极应对方式，积极应对方式在男生中起到更强的保护作用，但是在

女生群体中，应对方式对反刍思维和青少年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不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以用性

别角色的社会化理论进行解释。由于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分工不同所承担的责任存在差异，

因而个体的身心发展也会在性别上出现不同（Jacklin and Reynolds，1993）。这种变化可能表现为，

一些与抑郁相关的变量在不同性别间可能会存在关系或是程度上的变化（Radloff and Rae，1979；Hilt 

and Nolen-Hoeksema，2009）。具体而言，女生会更在意情绪和感受，男生则是更注重问题的解决，

因此积极应对方式在男生中能够起到更强的缓冲和保护作用，而在女生中，积极应对方式的保护作用

则会受到削弱。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同。Cecen（2008）的研究表明，个体在面对压力情景下，

男生跟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因而，不同应对方式对于男女生在反刍思维和抑郁之间关系的作

用上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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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青少年反刍思维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其抑郁；随着反刍思维的加深，其抑郁水平会逐渐升高。

（2）积极 / 消极应对方式在青少年反刍思维与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较多使用积极应对方

式能够一定程度地削弱反刍思维对青少年抑郁的消极影响；在高反刍思维的青少年中，较多使用消极应

对方式表现出一定的保护作用。

（3）应对方式在反刍思维对青少年抑郁的调节作用中存在性别差异，积极应对方式在男生中存在

更强的缓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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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mination Thinking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ping Styles and Gender

Liang Zhoujian Hong Xiaobin Yuan Yua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mination thinking, coping styles, gender,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this study utilized a questionnaire with 466 and 309 adolesc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Adolescents’ rumination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depression; 
(2)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f positive/negative coping styles between adolescents’ 
rumination and depression; and (3) There was a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ping 
styles i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rumination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positive coping styles had 
a stronger buffering effect in boys. The study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mination thinking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provides the basis for empirical intervention for 
adolescent depression in different gender groups.
Key words: Ruminative thinking; Adolescent depression; Coping styles; Moderating effects


